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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論 
Conclusion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有關地下經濟的議題，不論是貪污、逃稅或是犯罪，近年來的經濟學家均開

始正視其正面的經濟效應。在傳統觀念中，地下經濟的存在相對於守法公民產生

不公平的結果，間接鼓勵人們從事地下活動來逃避政府管制及租稅負擔。因此，

不僅不利於國家稅收，更扭曲了資源配置的效率性。然而，針對地下經濟的實證

研究卻指出與傳統觀念不同之處，例如，戴韻珊與孫佳宏(2007)所估算台灣 1962

至 2002 年的地下經濟佔 GDP 比例，根據 MIMIC 估計法，由 1962 年的 27.04%

逐年下降至 2002 年的 5.6%。當我們進一步研究，並採用其估計出來的數據與台

灣的失業率、稅收以及經濟成長率相比，有趣的是，會無法得到與傳統觀念相同

的負相關之結論，甚至地下經濟產值與經濟成長會呈現正相關。這讓我們進一步

思考，地下經濟是不是有可能會對於經濟體系提供正向的效果，抑或是地下經濟

可以減少政府所造成的阻礙，進而導致效率提高。因此，在本論文中，試圖討論

地下經濟三個重要的組成—貪污、逃稅與犯罪，對於總體經濟變數的影響。特別

的是與既有文獻不同地，在本論文中嘗試從較為正面的角度去分析與討論，希冀

能夠解決既有文獻中理論與實證不一致的結果。 

如前所述，地下經濟佔 GDP 比重雖逐年下降，但對於總體經濟仍是十分重

要的影響因素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逃稅是佔地下經濟最大的比例。因此在本文第二

章中將逃稅行為納入考量，以檢測減稅政策的動態評分與回饋效果。直覺上，當

逃稅的現象存在時，稅率的降低將會鼓勵代理人更誠實地申報所得，因此將直接

增加政府的稅收。另一方面，由於代理人減少將資源用於逃稅這種不具生產力的

行為上，因此也加強了其在總體經濟上的回饋效果，進而對稅收產生正面的影

響，進而得到減稅可以帶來更多的回饋效果的結論。為了對這假說的檢驗，本文

採用 DSGE 模型進行分析，得到以下的結論：若資本稅減少 1%時，以移轉性支

付融通下的回饋效果能夠完全彌補減稅的成本，若以勞動稅增加的融通方式甚至

會得到更高的回饋效果。但對於勞動所得的減稅政策，不論以何種方式融通，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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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的增加將無法完全彌補減稅對於稅收所帶來的損失，換言之，稅收會因減稅而

減少。此外，在第二章所得到的另一項重要結論是，以傳統犯罪經濟學的角度分

析，較嚴格的執法環境(較高的處罰率與查獲比率)會有利於實行減稅政策後的消

費、投資、勞動與產出等項目，但卻因原先就處於較誠實申報的經濟體系，故因

減稅導致逃稅減少的幅度縮減，並導致稅收增加的幅度縮小，不利於稅收項目的

擴張。 

在第三章中，我們將討論內容轉至地下經濟的另一個組成—貪污，藉由將貪

污的正向效果納入考量，進而討論貪污對於總體經濟的真實影響。有關貪污的正

面效果，最早如 Leff(1964)以及 Lui(1985)所得到的貪污有改善效率的結論。此

外，Mauro(2004)得到兩種可能的均衡：高成長率及低貪污的情形，被稱做「良

好」的均衡，而低成長率與高貪污則會被稱做「不佳」的均衡。第三章中建構一

個一般化的模型內生成長進行分析，藉由考量貪污正面效果的「有效政府支出」

之設定。但是與 Mauro(2004)的論點有著極端對比的是，在此我們強調高貪污高

成長的可能性，而許多國家的實證資料中均顯示此現象的確存在。本文發現局部

性的不確定性更容易發生在政府管理不良，而貪污反而是有益且增進政府行政效

率的國家中。此外，較大「規模」的政府是否會造成高貪污的結果? Mauro(1997)

及 Tanzi and Davoodi(1997)透過實證資料的分析，證明高額的公共投資與高貪污

息息相關。在第三章中，我們證明在高貪污的國家中貪污程度會隨政府規模而增

加，反之，原先為低貪污的國家，擴大政府規模卻有可能降低貪污的程度。 

最後，我們欲探討整體犯罪對於勞動市場以及總體經濟成長的關係。既有

文獻中，討論犯罪行為對勞動市場的影響，以及對於經濟成長的總體效果，始終

莫衷一是。第四章中試圖提出一個較為合理的工作搜尋模型，用以描述勞動市場

對於犯罪與工作之可能狀態。此外，與既有文獻不同的是，本文設立一個總體內

生成長模型，藉此討論考量犯罪行為下失業率與經濟成長率之間的關係。 

在第四章中將犯罪率視為外生，設為平均發生的機率。在此設定下，可以

獲得以下結論：第一、經濟體系均衡存在唯一且局部可確定的平均成長路徑。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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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，當經濟體系的平均犯罪率上升時會對勞動數量造成損害，但若考量有效勞動

力下，此變動反而可能有助於改善失業率。第三、在犯罪率很高的國家中，失業

率及成長率會隨著犯罪率的變動呈現正循環的現象。而在其他情況下的結果，則

與一般文獻中失業率與經濟成長率呈現負相關的結論一致。第四，區分犯罪來源

之後，我們依循傳統認為因失業者的犯罪成本較低，因此假設失業者的犯罪率較

高的觀點。在此假設下，失業勞工犯罪率上升，對於失業率與經濟成長率都將造

成不利的影響。但倘若就業勞工犯罪率上升，卻有可能有助於失業問題的改善以

及有益於經濟成長的提升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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